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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积累与收入差异

———来自 CFPS 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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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264005)

　 　 摘　 要:通过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是缩小收入差异,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 基于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的微观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从全样本、性别、城乡和区域的角度,系统

分析条件收入分布下教育收益率的异质性。 结果表明,我国大学教育收益率依条件收入分布呈 L 型形状,两端

的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收益率;这意味着低收入群体通过教育缩小收入差距,高收入群体通过教育

扩大差距的“马太效应”同时存在。 女性收益率大于男性,其中低收入群体的年度回报率,男性为 4. 59%,女性

为 10. 62%。 除了 10 分位点的低收入群体,城市收益率都大于农村。 东部收益率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增,

中西部则是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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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精准扶贫战略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居民间收入差异较大的相对

贫困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长期难题。 根据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全国居民前

20%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5
 

055 元,而后 20%低收入组则仅为 9
 

215 元,两组差距超过 10 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

 

821 元,农村居民为 21
 

691 元,前者是后者的 2. 4 倍。 这表明,无论从全国

还是城乡的角度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根据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个体间收入差别的

60%是源于教育方面的差异,而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通过提高个体的生产力、劳
动技能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个体的就业能力来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同时还通过改善健康状况、增强

社会资本等间接渠道影响个体间的收入差异。 宏观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减弱了财富向下极

化的趋势,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稳固[1] 。 教育借助提高税收收入、促进人口流动、提升创业活力和促

进高水平就业等途径促进共同富裕[2] 。 正是基于此,通过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个体收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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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弱势群体、解决贫富悬殊、缩小收入差异,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
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提高个体的能力来增加其收入,其内在影响机制非常复杂;而且教育

收益率存在性别、城乡和区域间较大的异质性。 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渠道,宏观方面有经济结构的变

迁影响劳动力的组成结构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劳动收入;微观方面有原生家庭因素,如父母

的受教育水平等制度性文化资本影响个体的教育成就和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会

影响个人的收入获得能力等。 部分研究认为,女性教育收益率会高于男性[3] ,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性别差

异更加明显[4] 。 而我国公共教育资源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向城市较多倾斜,从而造成城乡教育质

量存在较大不同,城市人口教育收益率大于农村[5-6] 。 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造成区域间生产率的

不同,从而造成教育收益率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7] 。
已有教育收益率研究主要面临测量误差、样本选择和遗漏变量等方面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由于诸

多实证研究的数据基础来源于微观调查,在此过程中,教育程度往往容易出现向上报告的偏差,而收入

则有向下汇报的可能,这会导致教育的收益率被低估[8] 。 教育收益率研究中的收入,核算单位可以使用

年、月或小时,核算形式可以是工资性收入或总收入等,不同的形式对于收益率测度也是有误差的;另
外,教育的回报应该着眼于终生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否则,会产生生命周期偏误[9] 。 我国户籍制度存

在高学历的选择性迁移,使得农村样本是一个选择性样本,从而造成农村教育收益率会被低估[10] 。 最

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遗漏变量,特别是遗漏能力等变量造成的内生性偏差问题。
对于上述内生性问题,一般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来克服,从而准确识别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因果影响。

但在教育收益率研究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并不容易,会产生较大争议。 已有文献提供了下面多

种选择:出生季度、吸烟习惯、性别筛选、距离大学的远近,父母受教育程度,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

口规模等[11-17] 。 还有研究利用制度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义务教育法、最低劳动年龄法以及 1999 年的高

校扩招等[18-22] 。 根据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属于制度化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

获得的重要因素。 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父母,本身会比较喜欢看书、阅读等文化活动,家庭藏书较多,
会有书房等专门用于读书和学习的区域,家庭有较好的学习氛围和文化氛围,对后代的教育期望也较

高,并且有对子女学习进行辅导的能力[23-24] ,这都对个人教育获得有很大裨益。 而家庭规模变量体现

了兄弟姊妹个数等社会资本对家庭有限资源的稀释和分散强度,也会显著影响个人的教育成就。
基于上述分析并借鉴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是采用父母受大学教育与否以及家庭规模作为个

体受大学教育与否的工具变量;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的微观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位

数回归(IVQR)估计方法,分别从全样本、性别、城乡和区域的角度,研究我国条件收入分布下大学教育

收益率的异质性,从而为我国人力资本教育收益研究、实施教育反贫困战略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识别策略

(一)理论模型

根据 Card[25]提出的观点,个人选择受教育水平是为了最大化其预期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值。 教育

不仅提升个人的就业与收入,还在精神层面提高生活满意度。 假定个人选择受教育水平 ep 是为了使得

以下目标效用函数最大化:
U(wap,ep)= lnwap-c(ep)= lnb(ep) -c(ep) (1)

其中,wap= b(ep)为受教育水平对应的收益函数,包括物质方面的就业与收入,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满

意度等方面;但为了便于量化并与已有研究进行比较,本文侧重指工资收入、总收入等物质收入方面。 c
(ep)为受教育水平对应的成本函数,包括接受教育过程直接付出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以及精神层面

无形的“痛苦”成本等[22] 。 此外,b(·),c(·)都是 ep 的单增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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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最优条件就是:

MB= b′(ep)
b(ep)

= c′(ep)= MC (2)

显然,在最优受教育水平 ep∗上,教育的边际收益 MB 等于边际成本 MC。 个人最优受教育水平的异质

性差异主要来自于成本和收益两个方向。
如果把工资收入的分位数分布作为能力的代理指标[26] ,也即平均来看,较高能力者会有较高收入,而

较高能力者获得同等教育水平的成本较低,因此,在收入分布的较高分位数上,个体的边际收益应该较小。
虽然 Card(1999)是明瑟方程的一般化,但无法直接用于实证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工资收入与受

教育水平是对数线性的,同时对数线性函数比较好地描述了条件分布下工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

关系[27-29] 。
(二)实证模型与优化问题

基于此,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基本模型形式是下列扩展的明瑟方程:
lnwapi =α+βepi+X′γ+ui (3)

其中,wapi 是第 i 个人的工资性收入,epi 是其受教育水平,X 是控制向量,包括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

项、智力状况、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 上述模型主要是针对平均处理效应(ATE,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的因果识别,但个体特征差异以及一些不可观测因素都会造成个体收入的异质性。 此时,Koenker

 

and
 

Bas-
sett[30]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QR,quantile

 

regression)可以刻画内在机制较为复杂的分布效应[31] 。
因此,本文的问题就转化为以下线性规划问题:

argmin
β(τ),γ(τ)

E ρτ[lnwap-Qlnwap[τ ep,X]]{ } (4)

这里,τ 为分位点,ρτ(ui)= [τ-1(ui≤0)]ui 为检验函数,Qlnwap[τ ep,X] = β(τ) epi +X′γ(τ)为 τ 分

位点上的条件收入函数,β(τ),γ(τ)为对应分位点上的条件分布系数,可以刻画不同收入群体的组间异

质性。 QR 的前提假设是受教育水平变量 ep 与误差项 ui 严格独立,由于上述工资收入决定方程中存在

众多遗漏因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上述假设过于严格。 基于此,本文使用 Chernozhuk-
ov

 

and
 

Hansen
 [32-34]提出的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IVQR,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tile
 

regression),在
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收益率的异质性。 与传统工具变量方法的 2SLS 估计过程一样,IVQR 假

定存在工具向量 Z 使得在(X,Z)条件下,对于∀ep∈EP,结构误差 uep 独立同分布,这就是秩相似性

(rank
 

similarity)。 这意味着,
P[lnwap≤Qlnwap(τ ep,X) (X,Z)] =τ (5)

在本文中就是寻找(β(τ),γ(τ))以满足下列最优问题

0 = argmin
f∈F

E ρτ[lnwap-β(τ)epi-X′γ(τ) -f(X,Z)]{ } (6)

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lnwap-τi

=αIVQR
-τ +βIVQR

-τ epi+X′γIVQR
-τ +ui (7)

其中,lnwap-τi
为第 i 个个体的工资性收入分位数水平,τ 依次取值 10、30、50、70 和 90,依次对应 10 分位至

90 分位。 分位数值越大,相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 αIVQR
-τ

,βIVQR
-τ

,γIVQR
-τ

为对应分位数上条件收入分布系数。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的依据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的微

观截面数据,这一数据集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还能够深入反映我国不同地区、城乡以及收入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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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状况,是研究教育收益与收入差距问题的理想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其中的成人数据、家庭

成员关系数据和家庭经济数据。 以成人数据库中的个人 ID 为依据,将家庭数据与个人进行匹配对应,
从而获得本文研究所需要的全部个人及家庭数据信息,这一数据匹配过程确保了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

性,有助于减少研究中的潜在误差。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本文能够系统地探讨教育在不同社会经济

背景下的作用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因此,首先将年龄限定在劳动法所规定的 16 ~ 60 岁

区间、拥有劳动收入的样本,然后剔除了在校学生以及工资性收入和总收入均为零的样本,然后剔除了

主要变量数据不适用或缺失的观测,最终得到 6
 

531 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样本 4
 

010 个,女性 2
 

521 个,
分别占 61. 4%和 38. 6%;城市样本 3

 

697 个,农村则是 2
 

834 个,占 56. 6%和 43. 4%。 东部样本 2
 

978
个,中部样本 2

 

114 个,西部样本 1
 

439 个,分别占 45. 6%、32. 4%和 22. 0%。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个人受大学教育与否的虚拟变量。 在 CFPS 问卷中对应着成人数据库中的

“个人最高学历”变量,分别有文盲 / 半文盲到博士 8 个等级。 本文将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四个分类处理

为 1,而将高中及以下处理为 0。 父母大学教育变量的处理方式也是这样。 工作经验数据的处理则是用

2018 年调查时的年龄减去受教育时间以及学前时间(六年)。 健康状况及智力水平,在 CFPS 问卷调查

中有 1 至 7 个分类和赋值;工作时间为每周小时数。 婚姻状况有未婚、同居、离婚、丧偶和在婚(有配偶)
五个分类,本文将前四类处理为 0,而将在婚处理为 1。

(二)描述性统计

实证研究的软件是 Stata
 

14。 所涉变量均值方面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均值)

变量
性别 城乡 区域

男性 女性 城市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工资收入 32
 

407. 41 22
 

778. 65 31
 

040. 55 25
 

625. 18 32
 

659. 91 26
 

445. 11 23
 

775. 2

总收入 32
 

446. 5 22
 

885. 45 31
 

123. 76 25
 

666. 95 32
 

743. 62 26
 

501. 91 23
 

814. 56

大学教育 0. 188 0. 237 0. 282 0. 109 0. 226 0. 209 0. 166

父亲大学教育 0. 029 0. 033 0. 048 0. 007 0. 036 0. 031 0. 018

母亲大学教育 0. 013 0. 014 0. 023 0. 001 0. 016 0. 013 0. 008

家庭规模 4. 121 3. 944 3. 764 4. 429 3. 756 4. 189 4. 465

工作经验 21. 079 19. 553 20. 583 20. 368 20. 403 20. 69 20. 376

工作经验平方 / 100 5. 893 5. 211 5. 628 5. 633 5. 694 5. 621 5. 51

智力状况 5. 708 5. 691 5. 792 5. 584 5. 732 5. 747 5. 571

健康状况 5. 852 5. 895 5. 973 5. 732 5. 904 5. 955 5. 668

周工作时间 50. 972 47. 592 48. 286 51. 468 49. 745 49. 518 49. 726

婚姻状况 0. 774 0. 756 0. 768 0. 765 0. 752 0. 79 0. 764

表 1 中显示,无论工资性收入还是总收入,性别、城乡和区域之间均有显著差别。 男性均大于女性,
城市大于农村,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 其中,男性工资性收入平均为 32

 

407. 41 元,而女性为

22
 

778. 65 元,只有男性同胞的 70. 29%。 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总收入分别高于农村 21. 13%、
21. 26%;而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工资性收入方面,东部平均为 32

 

659. 91 元,高于中部的 26
 

445. 11
元,更高于西部的 23

 

775. 2 元;而总收入方面,东部比中部高出 23. 55%,比西部高 37. 49%。 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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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男性均值为 0. 188,低于女性的 0. 237;城市为 0. 282,高于农村的 0. 109;东部与中部接近,分别为

0. 226 和 0. 209,都高于西部的 0. 166。 在父母受大学教育方面,男女两性别之间没有较大差异,但城市

远高于农村,东部与中部接近,都高于西部。 在家庭规模方面,城市为 3. 764,小于农村的 4. 429;东部小

于中部及西部,符合农村家庭人口较多,中西部大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实际。 而在工作经验、健康状况、婚
姻状况、智力水平和每周工作时间等方面,性别、城乡、区域之间差异不大。

总之,从均值的角度来看,个人收入与个人大学教育基本呈现正相关;个人与父母大学教育基本呈

现正相关,而与家庭规模呈负相关。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相关的统计检验将表明,父母大学教育与家庭

规模是个人大学教育的有效工具变量。

二、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这一部分本文将估计大学教育收益率。 为了方便比较,首先基于方程(3)进行 OLS 估计;然后针对

异质性进行普通 QR 估计,针对内生性问题进行 IV 估计;最后基于方程(7)进行同时考虑异质性和内生

性的 IVQR 估计。
(一)基本回归

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全样本大学教育收益率的 OLS 估计值是 0. 545,这说明与未受大学教育的人

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工资性收入要提高 54. 5%,这在 0. 001 水平上是显著的,表明教育对收入的直接

提升作用。 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是平均处理效应,其系数不随个人收入分布而变化。 因此,第二至六列

汇报了条件分位数回归(QR)的估计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大学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分布上的差异,特
别是在收入分布的两端,这种差异更为显著,表明大学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分布上差异明显。 其中,
10 分位上数值最大,是 0. 664;70 分位上最小是 0. 349,二者均在 0. 001 水平上是显著的。 其异质性的

收益曲线一定程度上呈 L 型形状,95%置信区间上分位点的变化如图 1 所示。 这说明教育投入对两端

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产生的收入效果最为明显。 其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由于教

育资源的稀缺性,通过教育可以显著提升其收入水平,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缩小与其他群体的组

间收入差距;教育程度提升可以有效减少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组间收入差异。 而高收入群体则利

用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进一步提升收入,扩大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差距。
 

表 2　 基本回归结果

OLS(1)
QR IV

(2)10 分位 (3)30 分位 (4)50 分位 (5)70 分位 (6)90 分位 (7)2SLS (8)GMM

大学教育
0. 545∗∗∗ 0. 664∗∗∗ 0. 476∗∗∗ 0. 382∗∗∗ 0. 349∗∗∗ 0. 427∗∗∗ 1. 345∗∗∗ 1. 211∗∗∗

(14. 80) (3. 84) (9. 57) (12. 54) (13. 35) (12. 79) (5. 83) (6. 26)

工作经验
0. 138∗∗∗ 0. 394∗∗∗ 0. 087∗∗∗ 0. 043∗∗∗ 0. 029∗∗∗ 0. 027∗∗∗ 0. 162∗∗∗ 0. 158∗∗∗

(13. 29) (15. 53) (11. 96) (9. 62) (7. 65) (5. 66) (15. 36) (12. 96)

工作经验

平方 / 100

-0. 375∗∗∗ -1. 145∗∗∗ -0. 221∗∗∗ -0. 113∗∗∗ -0. 080∗∗∗ -0. 071∗∗∗ -0. 404∗∗∗ -0. 397∗∗∗

( -14. 27) ( -21. 55) ( -14. 44) ( -12. 06) ( -10. 02) ( -6. 92) ( -21. 32) ( -14. 34)

智力状况
0. 107∗∗∗ 0. 112 0. 077∗∗∗ 0. 064∗∗∗ 0. 054∗∗∗ 0. 054∗∗∗ 0. 088∗∗∗ 0. 089∗∗∗

(4. 25) (1. 67) (4. 00) (5. 40) (5. 36) (4. 17) (4. 00) (3. 52)

健康状况
-0. 036 -0. 069 -0. 005 -0. 005 -0. 008 -0. 026 -0. 046∗ -0. 039

( -1. 58) ( -0. 97) ( -0. 25) ( -0. 45) ( -0. 78) ( -1. 89) ( -1. 99) ( -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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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OLS(1)
QR IV

(2)10 分位 (3)30 分位 (4)50 分位 (5)70 分位 (6)90 分位 (7)2SLS (8)GMM

工作时间
0. 381∗∗∗ 0. 481∗∗∗ 0. 257∗∗∗ 0. 172∗∗∗ 0. 112∗∗∗ 0. 052∗ 0. 424∗∗∗ 0. 417∗∗∗

(7. 02) (4. 44) (8. 25) (9. 05) (6. 86) (2. 49) (11. 51) (7. 43)

婚姻状况
0. 009 -0. 156 0. 073 0. 062 0. 083∗∗ 0. 074∗ -0. 069 -0. 068

(0. 19) ( -0. 81) (1. 32) (1. 82) (2. 85) (2. 01) ( -1. 05) ( -1. 21)

常数项
7. 029∗∗∗ 4. 041∗∗∗ 7. 541∗∗∗ 8. 728∗∗∗ 9. 430∗∗∗ 10. 17∗∗∗ 6. 598∗∗∗ 6. 659∗∗∗

(26. 48) (6. 49) (42. 08) (79. 46) (100. 07) (84. 55) (28. 17) (22. 75)

样本数 6,531 6,531 6,531 6,531 6,531 6,531 6,531 6,531

　 注:(1)表中汇报的是系数值,下方括号是相应的 t 统计量(OLS 和 QR)和 Z 统计量(2SLS 和 GMM);(2) ∗、∗∗
 

、∗∗∗
 

分

别代表显著性水平 0. 05,0. 01 和
 

0. 001,下同

图 1　 95%置信区间上大学教育系数在各收入分位点上的变化

众多有关教育收益率的文献研究已经表明,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因果关系识别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遗

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尽管本研究加入了工作经验、每周工作时间等影响收入的控制变量,但遗漏

与个体教育获得与潜在收入都密切相关的能力变量,会使得 OLS 和 QR 的估计都存在较大的偏差。
接下来本文将使用工具变量(IV)方法来克服这一问题,由于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微观截面数据,

具有一定的异方差,因此采用两步最小二乘(2SLS)估计和考虑异方差的广义矩( GMM)估计。 首先对

个人大学教育进行内生性检验,2SLS 的 Wu-Hausman
 

F
 

统计量为 13. 202,而 GMM 的统计量为 12. 343,
均在 0. 001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拒绝了个人大学教育外生的原假设。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使用

父母大学教育和家庭规模作为个人大学教育的工具变量,以纠正估计偏差。 2SLS 估计的 Sargan 统计量

为 4. 91,GMM 估计的 Hansen 统计量为 4. 92,在 0. 05 水平上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工具变量都外

生,与残差不相关;同时二者的 F 统计量值分别为 134. 64 和 132. 15,在 0. 001 水平上工具变量与内生变

量显著相关。 也即上述工具变量既满足外生性又满足相关性,是有效的。 回归结果见表 2 的(7)(8)两

列。 加入工具变量之后,与 OLS 估计相比大学教育的 IV 系数显著增加,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35] 。
2SLS 估计和 GMM 估计的系数分别为 1. 345 和 1. 211,均在 0. 001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IVQR)
表中显示,与 QR 估计相比,在所有分位点上大学教育的 IVQR 估计值都显著增加,其中 90 分位

点上大学教育收益率提高了 56. 9%,这与已有研究中工具变量的引入会提高回归系数的结论一

致[40] 。 即遗漏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规模等先天禀赋因素,可能低估大学教育在提高个人收入方面

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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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结果

(1)10 分位 (2)30 分位 (3)50 分位 (4)70 分位 (5)
 

90 分位

大学教育
1. 031∗ 0. 978∗∗ 0. 855∗∗ 0. 841∗∗ 0. 996∗

(2. 03) (3. 19) (2. 89) (2. 69) (2. 44)

工作经验
0. 397∗∗∗ 0. 097∗∗∗ 0. 059∗∗∗ 0. 043∗∗ 0. 041∗

(17. 12) (6. 98) (4. 42) (3. 05) (2. 21)

工作经验

平方 / 100

-1. 144∗∗∗ -0. 223∗∗∗ -0. 133∗∗∗ -0. 101∗∗∗ -0. 092∗∗

( -27. 41) ( -8. 84) ( -5. 47) ( -3. 94) ( -2. 76)

智力状况
0. 083 0. 051 0. 057∗ 0. 051 0. 040

(1. 70) (1. 73) (2. 00) (1. 69) (1. 03)

健康状况
-0. 060 -0. 015 -0. 010 -0. 022 -0. 021

( -1. 17) ( -0. 48) ( -0. 36) ( -0. 72) ( -0. 53)

工作时间
0. 472∗∗∗ 0. 320∗∗∗ 0. 206∗∗∗ 0. 145∗∗ 0. 070

(5. 81) (6. 54) (4. 36) (2. 90) (1. 07)

婚姻状况
-0. 091 0. 000

 

159 0. 014 0. 056 0. 040

( -0. 63) (0. 00) (0. 17) (0. 64) (0. 34)

常数项
3. 990∗∗∗ 7. 202∗∗∗ 8. 381∗∗∗ 9. 206∗∗∗ 10. 01∗∗∗

(7. 73) (23. 12) (27. 89) (28. 99) (24. 09)

样本数 6,531 6,531 6,531 6,531 6,531

与上述 QR 估计类似,依条件收入分布的大学教育收益率仍然呈 L 型的异质性特征。 这不同于已

有研究中条件收入分布的教育收益率成“ W 型”变动趋势[16] 、不断下降的趋势[36] ,抑或不断上升的趋

势[37] 。 其中,在 10 分位点上系数最大,为 1. 031(0. 05 水平上显著);在 70 分位点上系数最小,为 0. 841
(0. 01 水平上显著)。 90 分位点上系数仅次于 10 分位数。 这说明两端的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具有较高

的大学教育收益率,其通过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收入提高最为明显。 此信号指示作用则会引

导低收入群体通过大学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缩小与中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而高收入群体则

通过大学教育扩展进一步提高收入,扩大了与其他群体的差距,验证了“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的存

在。 导致这种情况的解释可能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就业部门的所有制分布更

加多元,户籍等影响就业的制度变迁加速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受教育水平较高、生产率较高

的人力资本配置在高精尖的行业和产业,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并伴随产业的进一步升级,通过教

育扩展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获得更高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 而

中国转轨经济结构中,中低端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会占有相当的比重,其对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力就业是

相当重要的。 伴随产业的升级,此方面的人力资本通过教育扩展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 考虑到我国劳

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程度日益提高,并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实现人力资本的分配性功能,因此,会有效增

加这方面劳动力的收入总量,减少收入差别。
控制变量方面,工作经验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其平方项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说明工作经验与

收入的相关关系呈非线性的倒 U 型形状,这与众多理论研究一致;工作时间与收入是显著的正相关,而
智力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状况与工资性收入没有显著的关系。

·38·



三、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教育收益率在性别、城乡和区域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估

计方法得到了表 4 的结果,并每隔 10 分位得到了 10 至 90 分位完整的依条件收入分布的大学教育收益

率,见图 2。
 

表 4　 性别、城乡和区域异质性

分位数
性别 城乡 区域

男 女 城市 乡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10 分位
1. 356∗

(1. 910)

1. 985∗∗∗

(2. 770)

1. 745∗∗∗

(2. 710)

2. 243∗∗

(2. 220)

1. 099

(0. 420)
2. 059∗∗∗

(4. 300)

2. 639

(1. 430)

30 分位
0. 935∗∗

(1. 960)

1. 522∗∗

(2. 420)

1. 112∗∗∗

(3. 050)

1. 021∗∗

(2. 400)

1. 156∗∗

(2. 080)

1. 052∗∗

(2. 100)

1. 365∗∗

(2. 110)

50 分位
0. 540

(1. 420)
1. 316∗∗

(2. 220)

0. 691∗∗

(1. 980)

0. 562

(1. 580)
1. 090∗∗∗

(2. 860)

0. 817

(1. 610)

0. 894

(0. 560)

70 分位
0. 605∗

(1. 760)

1. 141∗∗

(2. 500)

0. 905∗∗∗

(3. 250)

0. 690

(1. 020)
1. 039∗∗∗

(3. 290)

0. 850∗∗

(2. 190)

0. 223

(0. 200)

90 分位
0. 367

(1. 120)

1. 499

(1. 490)
1. 122∗∗∗

(3. 080)

0. 611∗∗

(2. 110)

1. 506∗∗

(1. 970)

0. 606∗∗∗

(2. 840)

0. 198

(0. 1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4
 

010 2
 

521 3
 

697 2
 

834 2
 

978 2
 

114 1
 

439

　 注:(1)表中汇报的是系数值,下方是相应的 Z 统计量;(2)∗、∗∗
 

和∗∗∗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 0. 1,0. 05 和
 

0. 01,下同

图 2　 10 至 90 分位上大学教育收益率的变化

回归结果显示,大学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的男女性别差异。 在所有分位点上,男性的大学教育系数

都小于女性,这说明通过教育途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更好地增加女性的收入水平。 其中 90 分位点

上二者的系数差别最大,为 1. 132,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10 分位的系数都是各自最大的,为 1. 356 和

1. 985,分别在 0. 1 和 0. 01 水平上是显著的。 这说明不分男女性别,低收入群体的大学教育收益率都是

各自最大的,且女性比男性大 62. 9%。 这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通过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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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著缩小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根据本文的截面数据,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教育

时间平均是 14. 74 年,而未受大学教育的人受教育时间平均是 7. 95 年。 因此,10 分位点上低收入群体

的大学教育年度回报率,男性为 4. 59%、女性为 10. 62%,二者相差 6. 03%。 结合之前描述性统计的结

果,男性的平均收入比女性要大,但大学教育收益率却比女性要小。 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一致[38] 。 这

可能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同工不同酬问题有关。 女性通过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能够显著提

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 此外,教育对女性收入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可能是

由于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更依赖于教育背景来突破职业瓶颈,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筹码,获得较高且公

平的回报。 女性在教育上投入更多,以获得较高且公平的收入回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对女性收入

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39] 。
回归结果显示,大学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其中,与性别相似,10 分位点低收入群体的

城乡教育收益率都是最大的;但城市小于农村,分别是 0. 01 水平上显著的 174. 5%和 0. 05 水平上显著

的 224. 3%,年度教育收益率分别为 8. 55%和 12. 63%。 研究显示,城乡之间的教育回报率差异显著,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的演变表现出一定的趋势,城市教育回报率在高分位点上占优,而农村的教

育回报率在低分位点上更为突出[40] 。 这说明通过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较好地增加低收入群

体的收入,减少收入差距,尤其表现在农村。 但在其他分位点上,城市的教育回报率都大于农村,特别是

90 分位上二者的差距最大,为 51. 1%。 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户籍体制

的限制,造成农村劳动力难以获取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难以获得城市户籍拥有者所能享受到的公

共福利。 即使高等教育是农村人口突破户籍限制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在许多城市以住房等固定资产投

资为户籍进入的条件之下,原生家庭禀赋较少、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均面临稀缺硬约束的农村劳动力,
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等量的就业机会与潜在收益。 另外,包括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等在内的外

在环境因素,不仅通过影响个体努力等内在因素,影响个体的大学教育获得、就业机会获得和收入不平

等,还会直接影响收入[41] 。 根据回归结果,农村人口依条件收入分布的大学教育收益率不断下降,这有

区别于已有研究中的
 

“两头低、中间高”的“倒 U 型”结论[42] 。
回归结果显示,大学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东部,大学教育收益率依条件收入分布

不断上升,其中 90 分位的系数最大为 1. 506,在 0. 05 水平上显著;而中西部则是不断下降,中部 10
分位的系数最大为 2. 059,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西部也是 10 分位的系数最大,但不显著。 考虑到东

部省份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中西部省份相对落后,上述结论可以解读为大学教育收益率在发达的东

部依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大,而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是呈现递减的情况。 这与 Patrinos
 

et
 

al[43]

对发展程度不同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分析相一致。 导致这种情况的解释可能为,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不

均衡造成了教育收益率的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能力较高的创新型高学历

人才,根据资本论,其较高的生产率决定了较高的收益率。 收入是能力的重要信号与表征,从而体现

为东部收入分布较高分位上的回报系数较大。 而东部对中低端劳动力的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均衡数

量比较稳定,促使该部分劳动力向中西部迁移。 而在全国产业布局中,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在于中低

端的产业类型,吸纳的就业人群也是生产率较低、收入较低的劳动力。 依从教育的扩展,其生产率不

断提升,从而带来收入的增幅会更明显,因此表现为中西部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会更高。 另外,
三个地区 30 分位的系数均显著,分别为 1. 156、1. 052 和 1. 365,对应的年度教育收益率分别为

2. 16%、0. 75%和 4. 59%。
(二)稳健性检验

基于稳健性的考量,本文最后将个人工资性收入替代为个人年总收入再进行 IVQR 估计,如表 5 所

示。 结果表明,上述异质性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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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稳健性检验

分位数
性别 城乡 区域

男 女 城市 乡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10 分位
1. 299∗∗

(2. 040)

2. 378∗∗

(2. 290)

1. 755∗∗∗

(2. 770)

2. 204∗∗

(2. 100)

0. 746

(0. 520)
2. 059∗∗∗

(4. 330)

2. 438

(1. 450)

30 分位
0. 935∗∗

(1. 950)

1. 465∗∗

(2. 480)

1. 115∗∗∗

(3. 070)

1. 021∗∗

(2. 400)

1. 159∗∗

(2. 190)

1. 052∗∗

(2. 110)

1. 365∗∗∗

(2. 120)

50 分位
0. 540

(1. 420)
1. 302∗∗

(2. 320)

0. 724∗∗

(1. 950)

0. 562

(1. 580)
1. 086∗∗∗

(2. 790)

0. 817

(1. 610)

0. 894

(0. 560)

70 分位
0. 593∗

(1. 750)

1. 128∗∗

(2. 490)

0. 891∗∗∗

(3. 150)

0. 690

(1. 020)
1. 035∗∗∗

(3. 220)

0. 850∗∗

(2. 190)

0. 223

(0. 200)

90 分位
0. 367

(1. 120)

1. 495

(1. 470)
1. 108∗∗∗

(3. 050)

0. 611∗∗

(2. 110)

1. 488∗∗

(1. 940)

0. 606∗∗∗

(2. 850)

0. 192

(0. 1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4
 

010 2
 

521 3
 

697 2
 

834 2
 

978 2
 

114 1
 

439

四、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本文利用考虑异质性与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系

统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教育收益率在性别、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异质性特征。
第一,我国教育收益率依条件收入分布呈现 L 型形状,即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收益率较高。 这一

发现意味着,低收入群体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可以显著提升收入水平,缩小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从而

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而高收入群体则利用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其经济优势,这种“马太效应”在

我国的收入分配中尤为明显。 这表明,教育在收入分布的不同层次中起到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

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这种差异更加突出。
第二,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普遍高于男性,特别是在低收入群体中,女性的年度教育收益率达到

10. 62%,显著高于男性的 4. 59%。 这一现象可能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性别歧视及机会不平等

有关,因此,通过高等教育,女性能够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获得更高的收入。 由此可见,教育对缩小性

别收入差距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在社会中下层,教育可以作为性别平等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城乡之间的大学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来看,城市的大学教育回报率高于农村,这

可能是由于城市教育资源更为丰富且质量更高,然而在低收入群体中,农村的教育回报率反而更高,表
明农村地区的低收入群体通过教育获得显著的收入提升潜力,教育在这些群体的脱贫中起到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说明了教育资源的分布应更加注重公平,特别是要注重对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

第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教育回报率。 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产业结构较为完善,教育

收益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则呈现递减趋势,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

对教育投资回报的重要性。 因此,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教育质量,成为提高这些地区教育回报

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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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建议

随着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制更加完善,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根据本文的研究

结论,大学教育扩展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收入水平,有效解决收入悬殊问题。 基于教育在我国乡

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先决性和关键性作用,加快建立健全教育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44] 。
第一,应该深入实施教育反贫困战略,加大对相对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政策倾斜,特别是在中西部

和农村地区,增加录取名额,扩大招生规模,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通过这样的政策调整,可以有效减

少区域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整体公平发展。
第二,应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通过加强师资力量的培训和改善教育设施,为

学生提供更好的基础教育,从而为未来的高等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

回报率,还能缩小城乡和区域间的教育差距。
第三,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更好地融入劳动力市

场。 通过提供奖学金、助学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可以有效减少因经济压力导致的辍学现象,增
强教育的公平性。

第四,鉴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较高,政府应制定专门的政策,鼓励并支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同时提

供职业发展支持,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这对于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确保其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推动教育

与高端产业结合,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根据当地的经济需求,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培养

应用型人才,从而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回报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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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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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colleg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Based
 

on
 

the
 

micro-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us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
tile

 

regression
 

method,
 

the
 

heterogeneity
 

of
 

returns
 

to
 

college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condi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ll
 

sample,
 

gender,
 

urban
 

and
 

rural,
 

and
 

re-
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turns
 

to
 

college
 

education
 

in
 

China
 

is
 

L-shape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al
 

in-
come

 

distribution,
 

which
 

means
 

the
 

low-income
 

and
 

high-income
 

groups
 

have
 

higher
 

yields.
 

This
 

means
 

that
 

low-income
 

groups
 

can
 

narrow
 

the
 

income
 

gap
 

with
 

other
 

groups
 

through
 

college
 

education.
 

The
 

“ Matthew
 

effect”
 

of
 

high-income
 

groups
 

to
 

expand
 

the
 

income
 

gap
 

through
 

college
 

education
 

exists
 

at
 

the
 

same
 

time.
 

For
 

all
 

income
 

groups,
 

returns
 

to
 

college
 

education
 

for
 

women
 

are
 

higher
 

than
 

men;
 

the
 

annual
 

return
 

rate
 

for
 

low-
income

 

groups
 

is
 

4. 59%
 

for
 

men
 

and
 

10. 62%
 

for
 

women.
 

In
 

addition
 

to
 

the
 

low-income
 

group
 

of
 

10
 

points,
 

the
 

returns
 

of
 

urban
 

are
 

greater
 

than
 

of
 

rural
 

areas.
 

The
 

returns
 

in
 

the
 

east
 

increases
 

with
 

income
 

levels,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declining.
 

Keywords:returns
 

to
 

educatio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quantile
 

regression;
 

heterogeneity;
 

C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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